



摘要:中西语言观走过相近理念的历史 , 但西方 “语言学转向 ”使得二者的发展与影响可谓同途
殊归。追根溯源 , 则可见二者源于完全不同的语言认知体系与集体无意识。这是我们今天在引进西




20世纪 80年代后 ,随着西方现代语言研究成果的引进 ,语言在哲学层面的思考与研究 ,
也悄然进入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视野之中 。人们开始对根深蒂固的语言工具论与内容 /形式








的跑鞋一样 。但是 ,哪一个短跑运动员愿意承认 ,他的比赛成绩仅仅由于他的跑鞋? 多数作家






有专门章节讲五四文学革命中异常激烈的 “文白之争 ”,但微妙的是 ,在讲完后 ,文学史家们便
无例外地抛开这种例行公事的叙述 ,又回到将语言文字问题撇在一边的文学史描述模式 ,这是
因为 “文学史家们深信语言文字只是工具 ,比如一件外衣 ,它的改变对中国文学传统走向现代
并无本质的意义 。”
②
可见 ,跑鞋也好 ,外衣也好 ,语言被 “深信 ”成此物的性质是语言成为此物
性质的始作俑者 。于是 ,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浮出 “语言 ”之表:语言为什么会被我们当作跑
鞋和外衣而不是其它 ?它对我们有何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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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方的语言工具说与思想 /语言 、内容 /形式二分的观念也由来已久 。这个源头可以追溯
至崇尚 “最高的是理性 ”,贬低 “对影子的感觉 ”的柏拉图。柏拉图把艺术定为对模仿的模仿 ,
于是语言也被作为模仿的技艺 ,在 “模仿者离真理很远 ”的判断下 ,一个精通模仿技艺的人 ,
“我们就应该说他很傻 ”。
③
可见 ,柏拉图不但把语言定位为 “模仿”与 “再现”的工具 ,而且把这
种工具的作用与地位贬得很低 。到了亚里士多德 ,对语言有了更为明晰的概念与理念 。亚里
士多德在阐述悲剧是对行动的模仿时 ,把语言明确界定为经过 “装饰 ”的媒介 。悲剧的语言形
式 ,即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 “言语 ”,即是用来表达意思的 ,他把这种媒介所能起的作用的重要
性 ,也即语言的位置排列在悲剧的情节 、性格与思想之后 。甚至认为即使在这个因素上做得差





出现的第一个岔道:“一条岔道的路牌上铭刻着 心̀灵性 ' 、 游̀移性 ' 、 模̀糊性 ' 、 直̀觉性 ' ;另





在那以后的漫长岁月里 ,在一长串跟随者的名单中 ,我们看到了声名赫赫的笛卡尔 、康德与黑
格尔 ,他们把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式理性发扬光大 ,把理性的内涵在现代意义上进行了
充分的扩展 ,他们认为只有理性才是人类获得认识与知识的内在能力。由于他们的努力作为 ,
这种基于理性的 “认识论”取代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而被推上了 “第一哲学”的宝座 ,形成西方
哲学史上的所谓 “认识论转向”。这一时期 ,占主导地位的是理性主义 ,理性决定并制约着一
切 。文学思想与文学内容作为理性的体现物 ,自然也成为文学诸多因素中首要的 、起决定性的





成的传统认识。索绪尔用 “所指 ”与 “能指 ”这两个词 ,描述并概括了他对语言符号最为重要的
分析与发现 。他觉察到符号的任意性使语言的变化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但如果更深一步探究 ,
这种任意性本身实际上在使语言避开一切旨在使它发生变化的尝试 。这个微妙的对抗 ,是因
为除了构成语言这个系统的性质太复杂外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集体惰性对一切语言创新
的抗拒 。索绪尔分析了语言存在于每时每人中的特质 , “这一首要事实已足以说明要对它进
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一切社会制度中 ,语言是最不适宜于创制的。它同社会大众的生活结
成一体 ,而后者在本质上是惰性的。”索绪尔更进一步说明道:“然而 ,说语言是社会力量的产










继索绪尔之后的 50年代 ,首创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 ,针对行为主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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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习得理论提出的语言知识来自于后天的观点 ,他的研究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乔姆斯基
发现 ,语言经验与语言能力二者之间的不对等状态 ,后者在人的语言习得过程中的作用远远大
于前者 。而人之所以拥有这样的能力 ,是因为在人脑中存在着一种语言的初始状态 ,一个共同
的形式 ,即普遍语法。这是一个超越时空和个体的语言系统 ,是它决定了人类语言的基本形
式 ,人们通过遗传基因而获得它 ,从而拥有与生俱来的语言能力与语言知识 ,因此 ,人的语言行
为不能不受它的控制与支配 。
⑧
乔姆斯基的这个推论 ,与荣格的 “集体无意识 ”对个人意识之作
用的发现 ,有异曲同工之妙 。 “语言先天性 ”的说法可谓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索绪尔对传统语
言观的颠覆性研究。他们的研究指向了一些从前未被发现的 ,或被忽略的语言区域 、语言特
性 ,抑或还有被遮蔽的语言事实。 “说话的主体并非控制着语言 ,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 ,




没有语言的鼎力相助 ,只能是一团混乱不堪 、毫无条理的东西 。思想就其本身来看 ,犹如一层




一变成为拥有中心权力的高贵主人 ,弗 ·杰姆逊以为现代语言学就是在此意义上 “成为一场
哥白尼式的革命 ”。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 ,从他关注的存在角度阐述了语言的本质 。他认为 “如果人类言语
简单地当作人的内在的声音 ,如果这样对待的言语被当作语言自身 ,那么语言的本性只能作为
人的表达和活动显现 。”而这种以前所为的规定 ,并没有足够地规定语言的本性。尽管语言的
知识已经进步性地增长和改变 ,但语言作为内在情感的有声表达 ,作为人的活动 ,作为形象和
概念的描述的同一这种语言观念 ,在语法和逻辑 、语言学和语言的哲学中 2500年以来保持不
变 ,形成一种事实上的正确性 ,而所有关联语言现象的描述与解释的问题 ,都在这种正确性的
领地中活动着。它们扎根于古代的传统 ,似乎不可动摇 ,超越了关于语言的不同的科学考察方
式的全然领域。他尖锐地指出:“这种语言观念的正确性和流行性 ,不足以作为思考语言本性
的基础 。”因为 “它们全然忽视了语言的最古老的自然的性质 。因此 ,尽管其古老性 ,也尽管其
明确性 ,但它从来没有把我们带到作为语言的语言 。”正是从这一个认识的破绽出发 ,海德格
尔打破 “语言是由人创造 ,是人的感情和指导人的世界观的表达 ”的既定语言观 ,他认为 ,从根
本上来说 ,语言既非表达 ,也非人的话动。人是能言说的生命存在 ,言说是人的本性 ,唯有言说
才使人作为人的生命存在 。因此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人以语言为家 ,存在唯有在语言中显现 ,
人所意识到的存在实际上就是语言的存在 。语言不仅命名物 ,并由此命名世界:“那被命名因
此被呼唤之物 ,自身聚集为天空 、大地 、短暂者和神圣者 。这四者原初统一于相互存在之中 ,在
四元之中。 ……统一的四元 ,居于物的物化之中 ,我们称之为世界。在命名中 ,被命名之物呼
唤进入它们的物化。物化中它们显现世界 。”在海德格尔的描述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指语言







分析西方 “语言学转向 ”之产生 ,不仅会涉及到在这个转向过程中起着重要推动作用的语
言哲学家们 ,同时还会涉及到历史的 、社会的 ,乃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之合力的作
用 ,更可以推论 “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物质生产的发展 , ……是物质生产的发展所导致的语言
138




这些分析不可谓不正确 ,但需要指出的也不可回避的事实是 ,语言就是存在的本性 ,语言
与世界同在的理念 ,并非是在这一切之后发生的 ,反之是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它最明显
地被以神的名义完整地 、清澈地 、毫无疑义地呈现:
《旧约·创世纪》神的创造 1:起初 ,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 ,渊面黑暗;神的
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 ”,就有了光……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事
就这样成了 。神说:“……使旱地露出来 。”事就这样成了 。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
结种子的菜蔬……”事就这样成了。神说:“天上要有光体 , ……”事就这样成了。神
说:“地要生出活物来 ,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
象……造人 ”事就这样成了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 ,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
……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 ,就安息了。
 13
分析上述起源说 ,不能不注意到其中几个至关重要的表述:其一是 “神说 ”,神以 “说 ”的语
言形象出现:唯此语言的出现才标示神之所在;其二是 “事就这样成了 ”,神说什么就有什么 ,
神在以语言呼唤物 、命名物 ,物在神说中出现:唯此语言才标示神意与物质世界之所在;第三是
神说的次序性 ,从第一日到第六日 ,世界万物依类在每日的神说中次递出现 ,并日趋完整:唯此
语言才标示神说与物质世界的内在逻辑性与外在秩序性的关系;第四是 “神说”止于 “第七日 ,
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 。”这是七日中唯一没有出现 “神说 ”的一天。因为 ,这一日 “神歇了他一
切创造的工 ,就安息了 。”可见 ,神说就是神为世界所做的工:唯此语言才标示神工之所在。对
神创世纪的如此记述 ,至少传达了圣经时代的如此语言观:一是语言具有神性 ,它显然超乎自
然界与人为;第二 ,语言与神 、神意 、神工同一体 ,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威力与魔力;第三 ,语言
与呼唤物与被呼唤物同在 。 《圣经 ·创世纪 》以神说作为宇宙世界的起源之本 ,语言在这里 ,
是不可或缺的先在之因。这种语言观念自始至终一直存在于 《圣经 》的记述里 ,成为 《圣经 》独
特的记述体风格:神说 、耶和华说 、先知说的言说构成了圣经的主要内容 ,所有的呼唤 、昭示 、预
言 、告诫 、条律 、咒罚 、嘉许等等无不以语言之说来显现并实施 。对于语言的这个特性与魔力 ,
在 “创世纪”的 “巴别塔 ”中有更进一步的显现:人类往东边迁移的时候 ,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
原 ,他们呼唤说:“来吧 !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免得我
们分散在全地上 。”建塔是为了传扬名 ,传扬名是为了使人民聚集 ,耶和华知道了 ,马上识其利
害:有一样的语言 ,就有一样的人民 , “如今既做起这事来 ,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
的了。”于是神的防备也是从语言入手:“我们下去 ,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 ,使他们的言语彼
此不通 。”神变乱了天下人的言语 ,致使众人分散 ,建筑半途而废 。这座没能完工的城就叫做




《圣经·新约 》是记述耶稣与第一批使徒们的言行录 。借着耶稣基督 , “神实现了在旧约
中向他的子民许下的诺言 ”。新约因之也成为旧约记述传统的承继与发展 。对用以首开圣经
的 “神说 ”之语言观 ,在 《新约 》里自然也有同样重要且更为深刻的呼应:《旧约 ·约翰福音 》道
成肉身 1: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
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




Word的基本义是语 、言 、词语 ,又借以特
指基督教里的福音。卡西尔说 ,人正是借助 logos,借助理性的力量 ,才有别于动物 ,而 logos在
古希腊又作 word,同时意指着言语的能力和理性的能力。
 16
对照 《创世纪 》 , “神说 ”的就是
Word,是语言能力与理性能力的合二为一。海德格尔的理解也是这样:“圣约翰福音书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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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唤我们 ,首先但又在最后 ,朝向一物的本性 。”
 17
在 《新约》里 , “神说 ”通过 “没有人看见的
神 ”的独生子 ,而成为人能够拥有的 logos——— “道成了肉身 ”,这是多么巧妙的叙事 ,它完整地
隐喻了 “语言成为肉身 ”的理念 ,即人的存在的 “本性 ”。





辑思维的层次性 。按照索绪尔关于没有语言就没有思想 ,没有任何清晰事物显现的描述 ,我们
可以推论人类正是因为有了语言 ,才具有思维的逻辑性;有了思维的进化 ,才有了人的能力的
进化 ,包括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重要标志 ———制造生产工具 。如果要问人类是什么时候开
始从动物的低级思维进入人类的高级思维 ,那一定就是从 《创世纪 》中的 “神说 ”起。 《圣经》
本身即是神 “说” ,也即语言 “说”。它充分显现了语言的存在和位置 ,但它不是一部关于语言
的学术著作 ,它没有解释语言为什么具有这种本性 ,这使它的显现更接近玄学而离科学与理性
很远。于是 ,有关语言创造世界万物的故事 ,人们宁肯把它解读成正如它的表层结构那样 ,仅




到这个古老命题上 ,冲破 “千年来流行的语言概念束缚着 ”的局面 ,质疑 “语言是由人创造”之
语言观的正确性 ,这不仅是慧心独鉴 ,简直是师出有门 ———他的学说当然不是扎根于柏拉图 、
亚里士多德的古代理性传统之中 ,但又何尝不是扎根于自《圣经》而起的传统之中 ?
三
在探究语言在中国 “文学史 ”或 “文学概论 ”中的边缘或缺席状况时 ,有人认为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是现代中国人由西方引进文学观念 ,只知其表 ,不知其凝聚在语言内的深刻蕴涵 ,因此
在以西方文学为标准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形态时 ,不约而同 “得意忘言 ”,即直接研究语言




文学与语言学分离 、语言作为文学工具的现象 ,但需要指出的是 ,语言作为工具的事实 ,绝非仅
仅是从西风东渐的现代史才开始的;作为工具的原因也绝非仅仅是出于引进与建构时带来的
偏颇。语言工具论与思想内容 /语言形式之二分法在中国渊远源长 ,它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 、
社会文化的构成息息相关 , “语言作为工具 ”的思想 ,恰恰却以语言是思想主人的本性 ,而成为
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 ,习惯性思维而无不显现在我们的话语之中 ,直至今天 。
从中国最接近创世纪神话模式的 “盘古开天辟地”与 “女娲抟土造人 ”来看 ,无论是天地浑
沌如鸡子 ,盘古生其中 ,日长一丈 ,如此万八千岁 ,故天去地九万里;还是首生盘古 ,垂死化身为





同:“神说”体现西方人对语言的敏感 , “神化”体现的是中国人对物质生成的敏感。 “神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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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明史是建立在理性高度发达的基础上 , “子不语怪 、力 、乱 、神 ”。 (论语 ·述
而)中国本土没有出现过可以类比基督教这样在历史上与统治术有密切渗透的宗教流派 ,但
却有相当于此的集政治史 、思想史 、学术史之大成的儒教 。儒家学说本身就是理性高度发达的
产物 ,所以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像 《圣经 》这样从宗教意义上来记述神迹的文化典籍 ,却有记述
第一大圣人孔子言论而被奉为儒家经典的 《论语》。所以 ,对语言的认识虽然在中国神话体系
中没有得到直接体现 ,但在中国式的圣经 《论语 》之中 ,却记载有孔子对语言的看法。
孔子曾为学生指定学科 ,涉及 “德行 ”、“言语 ”、“政事” 、“文学”四科。 (论语 ·先进)可
见 ,语言在孔子的思想与教育体系中并未完全缺席 ,在孔子的言论中经常提到 “言 ”甚至还是
他的言论特色 ,关键的问题在于孔子是在何种意义上来认识 “言”与界定 “言 ”的。对孔子来
说 , “言 ”固然是指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 、阶层所说的话 ,也即是言语或者言论 ,但有时更重要
的是指 “言”这个行为以及它的意义与重要性 ,如孔子对其学生子贡说:“志有之 ,言以足志 ,文
以足言 。不言谁知其志 ,言之无文 ,行之不远 。”
 21
无论是说还是写 ,语言在这里都是为表达
“志”并传扬 “志”而服务的。孔子对语言的重视 ,有一个基本出发点 ,就是把它当作 “宣传 ”的
工具。宣教传道 ,即 “言”,也是孔子游说列国 ,向上自王公贵族 ,下至平民学子传播自己思想
的基本方式 。而著书立说 ,即 “文”,是 “言 ”的深化手段。另一个出发点是把 “言”当作事物表
现的外在 ,因而可供 “察言 ”:“邦有道 ,危言危行;邦无道 ,危行言逊 ”。 (论语 ·宪问)“可与言
而不与言 ,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 ,失言 。知者不失人 ,亦不失言 。”(论语 ·卫灵公)语言在
这里是凭借物 ,言论的核心是言者或与言者的品德学识。言者的品德学识好 ,即使说的再逆
耳 ,也是忠言;若品德学识不好 ,则成花言巧语 ,成了孔子深恶痛绝的 “巧言令色 ”的 “佞人”了。
所以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 ,有言者不必有德 ”(论语 ·宪问)德与言分离 ,德高于言的思想
倾向已尽显其中 。这种关系也奠定了文质关系的基调 ,为了 “言 ”的 “行而可远 ”, “形诸以文”
便顺理成章 。而从 “文 ”的角度来考察 ,最先被形诸以文的无不是圣贤之言 ,王者之事。 《汉书
·艺文志》载:“古之王者 ,世有史官 ,君举必书 ,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 ,右史记事。
事为春秋 ,言为尚书 ,帝王靡不同之。”可以说 ,中国自有广义的 “文学”诞生始 ,这种实用主义
语言观就已蕴含之中了。从孔子的 “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 ”(论语 ·雍也)的评论中 ,可以
看出与 “德” 、“言 ”二分的思路相类 ,孔子也把 “质”、“文”二分 。于是从表面上来看 ,孔子虽然
倡导 “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 ”的统一境界 ,但把语言分离出德 、质的本体 ,把它作为工具与形式
的学术观念 ,从根本上导致了文质之争与文学批评史上重质抑文的主流倾向。如今人对春秋
以上诸史 ,皆为治化而为文 ,周秦诸子 ,则皆为学术而为文 ,无专以文学为事者 ,故春秋周秦之




反省自己的:“始吾幼且少 ,为文章以辞为工 。及长 ,乃知文者以明道 ,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 、
务采色 ,夸声音而以为能也 。”
 23
孔子的德与言 、质与文的界分 , 至此以道与文 、以 “文以明
道 ———文以载道 ”的说法 ,历经宋明理学 、明清八股之争而不绝如缕 ,影响深广 ,及至近现代汉
语变革之役 ,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当时具体背景下 ,文化精英们普遍认为文言文已成为传
播革命思想的大障碍 。推行白话文 ,实为革命 “急功近利 ”之需。因之随着白话文的推行 ,实
际上也是传统语言观的一次大普及。语言是工具 ,文章为目的服务 ,一切为急风暴雨式 、不讲
温良恭俭让的革命需要。文学 ———现代文体学上真正意义的文学 ,在国内战争 、民族战争 、阶
级斗争等一系列此起彼伏 、你死我活的重大历程中 ,越加被作为是宣传思想与主义的手段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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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而加以运用。 “文以载道 ”是语言的使命 ,也是它存在的唯一价值与意义。
综上可见 ,中西语言观曾经走过一段漫长的相似历史与相同理念:一是语言工具论 ,或谓








但可以看到的结果是 ,西方语言观的 “语言学转向 ”把语言自身发展成为一种对人文 、社会等
诸多学科产生深刻影响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 。但中国的语言研究却没能做到这一点。譬如
在近十多年才引起我国学术界重视的西方解释学 ,就是从对西方古代经典 ,尤其是对 《圣经》
的诠释发展而来的。在中国古代 ,同样也有用以解释儒家经典的经学 ,在汉武帝 “罢黜百家 ,
独尊儒术”的倡导下 ,经学研究不可谓不博大精深 ,发展不可谓不根深枝茂 ,著述不可谓不汗
牛充栋 ,但却也没能把它发展演变为对今天的人文社会各学科发展有影响的现代学问 ,二者的
发展可谓同途殊归 ,可见 “语言学转向”在此功莫大于焉 。然而 ,还需要指出的是 ,西方 “语言
学转向 ”的发生绝非偶然 ,从隐喻于《旧约 》创世纪中的 “神说 ”到 《新约 》福音中的 “Word成为
肉身”,是使他们走上转向之途的集体潜意识 ,是他们对一个来自被理性掩没已久的更为悠久




识语言的真谛;二 、今天我们距认识语言本性的道路还有多远;三 、我们需要做什么 ,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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